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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和民俗学
—Modernization和<日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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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謝 舒恬

引言

提到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其中一种说法，是指二次大战后作为GHQ农村改革的一环，1948
年由农林省主导发起的，以农村民主化为目的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及1995年鸠山一郎首相倡导的

新生活运动这两者的合称。如田中宣一编《生活的革命——战后农村的生活改善事业和新生活运动》

和几乎同时出版的日本近代史领域的大门正克编《新生活运动和日本的战后——从战败到1970年代》

的标题所示，几乎都是以战后为研究对象的。

同时，从1931年（昭和6年）完稿的柳田国男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 最终章的标题“生活改善的

目标”可见，生活改善这个用语其实从战前已开始使用。我们可以姑且把文部省的外部团体生活改

善同盟会1成立的1920（大正9年）年看作是这个说法的起点2。这场改善运动的目标虽然是对从服装、

用餐、住宅到社交礼仪的全盘改善和合理化，但还是以都市的中流阶层（新中间层）的居住生活的改

善为主要对象（久井 2012）。也有人认为其与是上述两册著述所聚焦的战后或农村的生活改善的差

异正在于此。确实在1930年代后，生活改善同盟会和农商务省成立的“家庭会”等团体的活动被迫停

滞3，因此看似和战后的生活改善运动毫无关系，但久井英辅的考证以及最近尾崎智子等人的研究，

证实了以各类妇女杂志为媒介，或是通过消费协会、营利企业、以及军部参与此类运动，1930年代

以后生活改善运动继续开展的事实（尾崎 2016、2017，久井 2016等）。

    在战前与战后的连续性逐渐明朗的现在，本文也以1920年作为出发点阐述意见4。而由此不得不

再次注意到不仅是日本，东亚地区在战时（The Interwar Period）这个时期里，生活改善运动（新生

活运动等）和民俗学并行蓬勃发展的事实（岩本 2018）。以及哈利 · 哈如图涅提及的“当下”在搅乱既

存的社会构成的同时，让在现在中待机的过去现实化（actualize），对“日常性”的求索突然受到重视

（哈如图涅 2011:55）。在逐渐走来的由于新中间层每日的实践生成的新的“日常”和秩序使从前的传

统知识变得无用的时代里，民俗学大概只不过是为了对行将消失的民俗知识作怀旧式记录而诞生的

吧。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生活改善运动、民俗学、“日常”这三者关系的重新审视，达到东亚民俗学

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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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间期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

生活改善同盟会和添麻烦这一公共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正9年（1920年）1月，文部省内作为半官半民团体成立起来的生活改善同

盟会在其规章《生活改善同盟会1920》的第三条里写道：“本会会员为了达到前条所示目的，不仅关

心在衣食住、社交礼仪等方面的改善，还将做出表率努力实行左面所示较易着手的事项”，以下为

其所倡导的事项。

一、准时守时

一、注意在拜访，介绍，委托等场合不造成相互间的困扰

一、废除到外停车场迎送亲朋好友

一、 废止在送压岁钱、中元节礼物、年底问候、圣诞礼物、饯别礼、伴手礼、喜钱、丧礼等时

进行必要以上的赠答往来

一、不使新年贺礼、季节问候时的回礼以及书信往来流于虚礼

一、婚冠丧祭等其他仪式旨在庄重，不流于虚饰

一、改正宴会陋习

一、废止劝酒

一、少酒

一、少烟

一、在可能给他人造成困扰的卫生问题上多加检点

一、排除基于迷信产生的陋习

一、尊重佣人的人格，务必亲切对待

一、减少冗费，务必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

一、不过分借贷金钱财物

一、避免浪费水、电、瓦斯等所有公共资源

一、在群体集会的场所需特别注重礼仪秩序，留心帮助弱者

遵守时间、废止虚礼、打破迷信、珍惜公共财物等，以上列举的都是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品

行，这也反映出当时这些品行并没有得到遵守。在其中稍微与众不同的是第2条和卫生一项中出现

的“困扰（译者注:日语写作‘迷惑’）”这一迂回说法。“困扰”本来是有着迷惑和迷茫意思的汉语，到了

日本它的意思则演变为“因他人所做之事感到不快或者麻烦以及这种状态”（《大辞林》第三版 三省堂 
2006）。和其他明确反对做某某事的项目相比缺乏具体性，比如卫生层面上的困扰到底指什么，实

在是不明晰的规定。

1924年（大正13年）出版的生活改善同盟会编《生活改善指南》具体说明了这一项，其中第7条里，

如下所示把第二项以外的禁止事项作了明确指示(生活改善同盟会 1924)。

一、停车场、剧场、曲艺场等公众应该按照先后顺序利用的场所，须重视遵守秩序，切记不打

乱顺序

二、在杂沓拥挤的场所，须时常扶助弱者，尽力留出通道和座位给儿童老人和妇女

三、对在公共汽车、电车、曲艺场、剧场、会堂等场所横躺、或擅自多占座位，或举止不雅裸

露肌肤，或扬起尘埃等会给他人造成困扰和不快的诸如此类行为需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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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禁止在公众出入的场所乱丢垃圾、随地吐痰、或在禁烟场所吸烟等行为

五、定集会时间时考虑多数人是否方便，不夸张提前开会的时间，不迟到

六、聚餐时须特别注意服装整洁及身体清洁，注意用餐时不发出声响

七、在仪式和演讲等场合注意擅自打开关闭大门，或在步行时发出声响或谈笑等打破庄重气氛

的行为

八、在街道上通行时遵守区分车道和人行道，务必靠左通行，不让儿童在交通繁忙的场所玩耍，

不多人并排走路妨碍他人通过

虽然“困扰”这一词语仅出现在第三项，但其实上述几项除了第二项都在列举“困扰”的具体例子。

这第7条的分条名称，不用说，就是“公众礼仪的相关事项”。就如韩国在这10年间，把“民弊”这个

本来意指官僚和政治强加于民众的苛政的词语延伸为形容人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举止一样（参考나무

위키），“困扰”也正是出于对公众的顾虑，是日本式的公共意识的萌芽的体现。

1902年(明治35年)的《女子容仪举止》里记载道：“我国之风俗习惯，相识者间礼法礼节分外周到，

然对非亲非故者，则有分外淡薄之嫌，可谓几乎毫无规矩”（女子互助会 1902:20）。同时还介绍：“西

洋诸文明国家，则尤为重视公德，无论汽车轮船，共同乘坐时，先入其内，其次问候同乘者，一同

乘坐即安危与共，彰显扶助弱者之心，方回归寓所”（女子互助会 1902:20-21）。从此以后，礼法书

或修身书里开始不时出现这样的与西洋对照比较的风潮，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结果而言成为战

胜国的日本，开始自居“世界五大国之一”，因此开始要求民众作为“皇国的臣民”遵守与世界地位相

称的公共道德。

即便如此，根据东亚的儒教伦理观（三纲五常），

把原本限定于长辈或祖先、亲属之间的所谓礼的对象

和范畴扩展至不相识的陌生人，实在是困难至极。最

近日本风行一种说法，说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礼有节，

喜好清洁（然而近年来大家的公德心却败坏了）。但

在高度经济成长期的1950年代，却能频繁在民俗学

读物以及报纸中看到“缺乏公德心”被认作是“日本陋

习”。比如柳田逝世后带领日本民俗学前进的和歌森

太郎监修的书籍里，刊载有如照片1所展现的拍摄于

1956年的景象。说明文字里写道：“去过外国旅行的

人们众口一词地称赞外国街道和公共设施干净整洁，

可见日本的街道和设施有多脏乱。这张照片是东京某

个车站的样子，实在难以形容。如果家庭和学校不在

孩子年幼的时候好好教育便无法使其养成好习惯。”文

章从“旅途出丑不必愁”这一谚语开始，解说了造成这

一惨状的文化背景（饭泉 1957:25-26）。日本干净整

洁的公共空间，也是高度经济成长期过了一段时间后

才逐渐形成的，佯装成有此传统不过是一种民俗演绎

（folklorism）。

从图1公共下水道利用率的推移（译者注：日文为“水洗化率”，意指某地区家庭下水道接入公共

下水道的普及率）可以很容易看出日本（公共）厕所的清洁程度的变化，然而即使是对最近才状况好

转的事，世间也普遍有一种把发生在身边近处的事象快速遗忘的倾向。或许再过5年还是10年，韩

国或者中国5也会忘却曾经不干净的厕所，和日本一样开始美化过去。在把这种现象看成是理所当然

照片1	 和歌森太郎监修的书里记载的“公共意识的
缺乏”（饭泉 1957）



122

的日常=现代之下，民俗学者也很容易想象到透过这样的日常=现代会诞生怎样的神话，非也，或许

会对此发问的，也只有民俗学者了罢。

生活改善运动和民力涵养运动
关于生活改善运动的详情，由于已讨论过，仅在此把拙稿作简单介绍。1919年6月文部省普通

学务局指派了负责通俗教育（社会教育6）的官员，1个月后，文部省公示的训令第6、7、8号7成为了

一系列运动的发端。这包括补完1919年3月1日由内务省发起并大力开展的“民力涵养运动”在内的文

部省方面实施的整体策略（岩本 2011）。三部训令直接提倡奖励摄取代用食（译者注：大米紧张地情

况下用番薯、豆类及其他谷类来代替米饭的作法）和勤劳节约，同时也包含了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兴起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逐渐扩张的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意图。

根据中岛邦的先期研究，“从大正时期延续到昭和初期的生活改善运动”，是“作为内务省主导

的民力涵养运动的一环启动的，接着形成以文部省为中心的生活改善运动。到了后期则以农商务省

全力投入的经济生活改善运动为中心”（中岛 1974:54）8。笔者也赞同这一时期的生活改善运动是

民力涵养运动的一环这种观点（岩本 2008），那么民力涵养运动又是什么，以下为笔者个人的见解：

民力涵养运动可视为作为一战后的战后重建，为回应床次竹二郎内务大臣“有关民力涵养的内

务大臣训令”（厅府县长官宛，内务省训令第94号）中提出的“五大纲要”9，道府县郡支厅的各市町

村，及各市町村的各地方团体在形式上自主确立各自的实行计划并实施的自我改造运动。民力涵养

运动是以此训令为契机开始的多样繁杂的战后重建工作的总称。如同日俄战争后地方的改良运动一

般，几乎可视为靠自上而下的单方向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政策已不足以应对大正民主期出现的各

式各样的反体制思想的动向，因此政府试图在“民力”，“自治”的名义下，妥协主义式地抑制和“引导”

这些动向。

与之相对，就如当时的推进责任人所说的，“至于农村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多加研究” （片冈 
1925:228-229）一样，由文部省方面主导的生活改善运动内容设计偏向都市，主要是为了向新中产

阶层示范先进生活方式罢了。生活改善同盟会内部也为改善农村特别设立了委员会，以1931年（昭

和6年）编纂出版的《农村生活改善指南》为代表，下文将详述的今和次郎也为农村更生丛书撰写了《农

村住宅的改善》（1933）一书。正如这个丛书名所示，面对前所未有的农业恐慌（详见下文），农林省

图1　上下水道普及率以及厕所下水道利用率的推移（前田 2008）



日常と文化　Vol.7（2019.10） 123

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和民俗学——Modernization和<日常>研究（岩本）

从1932年开始了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自力更生运动），生活改善工作也被归入了其中。

“生活”这一概念的新奇性
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是“生活”。所谓“生活”，虽然主要指串联起生命的活动，以及为了活得长

久而进行的多样的活动，但并不止于活得长久。同样是活着，生活这个概念以侧重“活”的质量开始

被广泛运用。“生活”的近代的同义词有营生、生计、活法等，但这些词都是为了生存和长寿所使用

的生计办法和手段，以及都从“线”性思维看待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10。关于“生活”这一词语可能

翻译自Life或Leben的观点已在其他文章论及（岩本 2011）。田村和彦也详细论述过中文里出现的同

样的意思上的转变（田村 2018）。
1910年代日俄战争后，政府开始强制民众“勤俭力行”，到地方改良运动期为止，比如从《饰磨

郡风俗调查》（兵库县饰磨郡教育会，1908）和《奈良县风俗志》（奈良县教育会，1915）里就能看到，

政府用居高临下的视线大致地掌控“风俗”并把这个词运用在“改良风俗”、“矫正风俗”、“改善风教”

等场合。一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全面开展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新的社会状况出现在眼前。加上

居住在大城市的新中间层的“生活难”成为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只靠工资过日子的工薪生活者的登场，

使“生活”这一新的概念成为必要11。“生活”把个人放在内涵结构的核心部分，为计量地把握“生活”，

诞生出了家计调查等经济学的分析手段，与之相对峙的重视“质量”层面的民俗学方法的平行出现也

与此相关。这已在之前有所论及（岩本 2009）。
如柳田国男撰写的民俗学概论《乡土生活研究法》标题所示，关键对象是“生活”，而不是“民俗”

的研究法。即使在本书和《民间传承论》中阐述的有名的“生活外形”、“生活解说”、“生活心意”这

“三层分类”（柳田 1990a:253-254）里12，着眼点也是聚焦生活。有贺喜左卫门曾说，“一直在变化

的生活是民俗学成立之基础”，“若问为何，缘于民俗学的目的即正视生活。为何变化？如何变化？

吾辈的目的正是探究此类问题的答案。对此类问题不求甚解而考量当下生活是不可能的”（有贺 
1969:32）。有贺阐明了追踪人们的生活考察变化根源的意义，而把焦点聚焦在不断变动的生活动态

上的这种研究态度，不用说和作为其导师的柳田也达成了共识。

2. 都市化的进程和民俗学

日本都市化的进程
日本民俗学的萌芽和形成，与柳田国男的行迹相一致。柳田身为农政官僚在1910年（明治43年）

出版了《远野物语》。但这并不属于民俗学的著述。柳田自身回顾时也说过“几乎是文学作品”（柳田，

堀 1983:225）。1919年（大正8年）柳田辞去贵族院书记长官的职务，作为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委员

会委员赴任日内瓦。直到1923年听闻关东大地震的消息，柳田燃起了“建立根本学问”的念头，他将

回国后的演讲总结成《青年与学问》（1928）一书后，便开始专注于民俗学研究。因概论书《民间传承

论》（1934）和《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的相继出版，学界一般认为日本民俗学从1920年代后半到

1930年完成了作为一门学问的系统化。然而更应该受到瞩目的，如图2所示，应该是这与发生在日

本的都市化进程，即近代化13（modernization）的开展有着很深的相互作用。

明治初年的日本还明显是农村社会，东京圈+阪神圈+中京圈三大都市圈所占全国人口比例到

1910年为止都没有明显变化。人口集中地区的百分比DID14之所以在这一时期上升，是藩政期（译者

注：即江户时代）后不久地域割据社会的反映。这之后的近代化过程，则是日本都市化开始朝着人

口向三大都市圈集中全力迈进。1910年左右开始的往三大都市圈集中的人口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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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开始的1914年左右开始急剧上升，并且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化的1940年代中期。三大

都市圈因重化学工业（产业化）发达，使得因战争大量减少的三大都市圈的人口以朝鲜战争为转机，

到1975年为止恢复到了超越战前的上升水平。

日本所谓的高度经济成长期，即景气良好时实质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的时期，是从1954年
（昭和29年）12月开始到石油危机蔓延的1973年（昭和48年）11月为止共约19年的时期。在这期间，

1955年拥有3244万人口的三大都市圈，到1970年增加到4734万人，共增加46%，占全国总人口比

重从36.8%升高到48.2%。这既是人口从非三大都市圈向三大都市圈移动的最频繁的时期，三大都

市圈的人口增加了一半左右，也是因这样的人口移动出现的所谓集团就职15现象开始显著的时代。

    这以后,人口移动进入平稳期,三大都市圈中的中京圈人口保持稳定,阪神圈转化为人口流出地区,
只有东京圈仍是人口流入地区。也就是说人口朝着东京圈一极集中。结果形成了在今天的日本，每

2位国民有1人住在3大都市圈，每4人有1人多住在东京圈的地域结构，都市化率（DID比重）从战后

1950年的33.8%上升到2005年的66.0%，如今3位国民中有2位居住在城市，日本进入了都市社会。

把从明治的文明开化到目前为止的150年间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日本从农村社会转型为都市社会，

从地域割据社会转型为以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结构上特别向东京圈一极集中的社会（社团法人资源

协会 2008）。
    再从和上述日本都市化、工业化并行的柳田国男的足迹可见，柳田作为农政学者早在1910年出版

的《时代和农政》就已论及“乡下对都会的问题”、“城区的经济使命”。认真以都市为核心进行议论的

著作有《都市和农村》（1929）和《明治大正史世相篇》（1931）两册。这两册都是柳田当时所属的东

京朝日新闻社刊行的，接下来通过梳理这两部著作的要点，来确认一下民俗学诞生的关键吧。

《都市和农村》和《明治大正史世相篇》
两书创作时，日本正经历着长期的不景气，特别是后者付梓时正值1930年以来的昭和恐慌当中。

从1920年代初的战后恐慌后，日本陆续经历了震灾恐慌、金融危机，陷入了结构上的通货紧缩状况。

就在这一艰难时期，1929年秋从美国向外蔓延的全球性恐慌波及日本，从1930年至1931年，日本

经济形势陷入严峻的危机。这是战前日本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慌，特别是农村地区受到了极大冲击。

除了生丝对美出口量的急剧下滑，通货紧缩政策和因丰收导致的1930年米价下跌、因进口朝鲜和台

图2　日本的都市化和3大都市圈的人口比例的推移（社会法人资源协会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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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大米导致的大米过剩，都使农村依靠大米和生丝的经济结构发生变质，受到毁灭性打击。都市

失业者返乡归农，农家经济以东北地区为中心开始分崩离析，甚至到了饥贫交迫的地步。穷到无路

可走，女孩卖身，儿童挨饿便频繁发生，贱卖农地现象普遍，因此又称农业恐慌。直到1935年，农

产品价格才再次恢复到恐慌前的水平。

柳田认为此类“农村衰微的事实”是进入近代后都市和农村关系扭曲的体现。不应该只从工业不

振和贸易上的过量进口找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他谈论到以都市为中心的近代化也导致了农村疲敝，

明治以后的日本都市是“无限制地榨取地方得来的结果，也是以都市为中心行使权力换来的”（柳田

1964a:9）。在柳田看来，中央都市作为“归化文明”（柳田1990c:381）的窗口，作为“吸收外国文化”

（柳田1964a:5-6）,变革“遗风旧俗”，创造新的“文化基准”（柳田1964a:330-331）的装置，占据着

生产和普及“标准文化”（柳田 1964 ：159）的中心位置。地方则处于参照中央都市生产（involution）
的“标准文化”，一边吸收，一边用富有地方特色的形式变革地方文化的位置。近代日本因偏重发展

“以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不只是标准文化普及到地方，都市式的消费也渗透到了农村。其结

果，是认为农村日常生活既“不经济”，又“不便捷”（柳田 1964a:9）的观点开始蔓延，柳田认为当

时的日本是和农村本来的生活方式不一致的，“只有消费国际化了”，生产依旧是国内原来的样子“只

知消费而忘了生产的国家”（柳田 1964a:4）。而正是都市式的消费习惯摧毁了农村。

从前的农山村，“有各种各样的所谓副业存在，蚕也好蔬菜也好，还有竹蒿的手工艺等，一户

人家拥有把十五二十种的作物，分门别类分工产出的能力”（柳田1990c:368）。诸如这样的农村工

业和农副产业却逐渐被都市的工商业者=外部资本取代，也即因受都市榨取，农村出现了“不自然的

纯农化”（柳田1990c:367）现象，这是导致当时农村衰微的最大元凶。资本主义经济“在摆脱了国民

经济时代后的国际经济时代，或者说世界经济时代里前进”，“国家就好比仅只是一个地区一样呈现”

在世界版图上的背后，是掌握“绝对主权”的诸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这不仅导致了农村的衰

微，往后还激发了把日本这个国家自体和“国际经贸战争的劣败国”（柳田1964a:3）联系起来的恐慌。

比如《明治大正史世相篇》的“足袋与木屐”一节里，讲述了直到大正末期迎来“橡胶长靴全盛时

期”为止，明治大正60年里人们穿的鞋履的变化轨迹。庶民从普遍光脚到日常开始穿足半，日俄战

争后，则更多用足袋和木屐。劳作用的鞋履，则从草鞋到受西洋皮鞋的影响出现的地下足袋，接着

又因橡胶的流入升级为橡胶长靴。虽然讲到的是身边近处的着装的变化，但柳田的言论并非到此为

止。他还提到了足袋和木屐，以及农务用的长靴，这些必须用金钱交换的商品的陆续出现与农村衰

微的进程之间关系（柳田1993:50-54）。在直指商品经济逐渐侵蚀农村的现实后，柳田在最终章“生

活改善的目标”里，以此为总结：“这些我们试着探讨了的世相，告诉了我们造成人们不幸的原因就

在这社会里。也即是说，我们作为公民曾经既病弱又贫乏”（柳田1993:436）。
根据柳田的议论，如何培养拥有判断力的公民、如何构建人们将来的生活方式（包括生产和消费）

以及更高层面上的社会的运作方式、还有在国际视野下如何建立相对应的经济构成和政治体制，达

成这些任务的具体方法（川田 2016:88），就是他心目中的“乡土研究”=民俗学。柳田认为从前包含

在农村山村里的像副业这样洋溢着新意创想的乡党教育被废除的理由之一，是小学教育的导入，这

使得乡党教育本应施行的时期与小学教育相冲突了。因此柳田将拥有 “比较”本地区与他地区视角

的“乡土研究”=民俗学看作是“自治教育”的再生，也就是乡党教育的代替物（柳田 1990c:499-500，
柳田 1993:302-303），并把构建和普及民俗学当作了目标。

今和次郎和生活改善运动
与大正时期以来的生活改善运动十分密切并且直接相关的是因提出了考现学而得名的今和次

郎。今和次郎在本文开头列举的生活改善同盟会的《生活改善的指南》和《农村生活改善指南》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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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关住宅改善的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名列在内。他自身从1933年（昭和8年）撰写《农村住宅的改善》

起，也作为生活改善普及员在指导战后农林省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以及新生活运动中大展身手。以

《今和次郎集》的《第6卷家政论》为中心，《第8卷服饰研究》也收录了许多关于生活改善的文章。

1923年(大正12年)，也就是关东大地震翌年，以灾后重建为目的，财团法人同润会成立，东京

的居住环境迎来改变。以地震为转折点，改善生活的活动因住宅改善得到促进，在这样的状况中，

今和次郎把逐渐变化的都市的风俗（生活）用考现学(生活财产生态学)这一独创的方法档案化，“一直

以来毫无进展的农村建筑研究也由于这次的冷害，感觉稍微得到了重视”(今 1946:155)。今和次郎

表现出对农村住宅改善的积极关注。这里的冷害指的是使农村的恐慌事态雪上加霜的1934年（昭和9
年）的冷冻灾害，对在1918年（大正7年）发行了精细的实测图集《民家图集第一辑琦玉县篇》的今来讲，

为农家改善做出贡献是期待已久的工作。

翻看今所著的《农村家屋的改善》（今 1933），相对于都市把西化的住宅看作最理想的改善，他

认为由于农家的户型构造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由一刀切的判断来敦促改善有产生很多问

题的危险”。“顶梁柱的成型也有自然结构上的合理之处”，农家单纯的户型和形态，则反映出了与

土地相宜的“地理必然性”（今 1933:9-10）。
从1934年（昭和9年）开始，参加了农林省积雪地方农村经济调查所（现为山形县新庄市的雪乡情

报馆）对积雪地方农村家屋所做的调查，以及1935年开始由同润会开展的东北地方农山渔村住宅改

善调查的今和次郎，把成果的一部分收录在了《草屋根》（1941）里。“雪国的实验家屋”里讲到今从

1938年春开始实际住进农家家庭的居住实验，结果如同期待的一般，卫生面和采光得到改善、劳动

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同时还通过在双亲出门时孩子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举动、垂直动线和农务场与

居住空间的分隔、因习惯而产生的对椅子桌子式的用餐场所的抵触，得出了应该更加重视居住习惯

的结论（今 1946:195-201）。
积累了长期实践经验16的今总结道:“改善生活从发现自己生活中的矛盾开始”(林等 2001:2)，“模

糊地开始尊重自己，有了善待自己的自觉，想要把生活变得更好，无论多少当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时，

就是生活改善的萌芽之时”（今 1971b:492）。即是说我们还可以把生活改善（运动）看作是伴随着时

代变化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为了消解至今为止生活中不舒服的地方，人们自发行动起来的自我改

革的各类活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生活改善无法实现。今早已指出，学者也罢，生活改善普及

委员也罢，责任部所也罢，充其量也就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如同这般，民俗学的萌芽期，与生活改善关系紧密，1950年代为止的民俗学书籍里对一些人来

讲不如说是“阻挠生活改善”（今野 1958:160-162）的，充满了打破旧习的观点。可以说大概在1970
年代以后，也就是高度经济成长期之后充斥着民俗学的典型的美化民俗的视点在当时十分孱弱，从

民俗中导出国民性和民族性的想法也仍未成气候。也即是说，当时的生活（或者民俗）不是应该受到

保护、保存的对象，而是应该改善、变革的对象。

3. 战时的“日常”和东亚的生活改善运动

战时的“日常”和modernization
战时的民力涵养运动以及生活改善运动是由机关的活动展开来的半强制性的转变运动。第一次

大战发的战争财及反噬而来的恐慌带来的经济的胡乱增长和下跌，生活和风俗、思想的混乱以及过

于激烈的变动，为了掌控和整治这些乱象，潜藏在当局视线下的，是对尤其在大战景气时期和关东

大地震后出现的，以摩登少男少女的活跃和咖啡屋的流行为代表的轻佻奢靡的社会风潮的厌恶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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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态度。

摩登少男少女即modern boy和modern girl的缩写，身着世界前沿时尚（modern）的年轻人们既

昂首阔步在银座和新宿，又与将夜间的街头抹上冶艳色彩的咖啡屋一起因成为代表了色情猎奇无厘

头时代(译者注：色情猎奇无厘头是当时日本的流行语，形容当时的文化风俗状况。也指一个同名的

昙花一现的文学派别。)的存在而受到瞩目。迎来转变的不只是热闹场所。那是一个私人铁道沿线开

始建立起文化住宅、中转站商场诞生，招手即停的一日元的士(译者注：一日元的士即统一收1日元，

不按里程计费的的士，在1924年出现)奔走在大街小巷的所谓摩登生活的时代。东京市内几乎完全

普及了电灯，各个地方都市也在普及中、政府快速地铺设都市燃气管道、乘坐电车上下班也开始普遍，

诸如这般与如今联系在一起的近代都市的诞生的局面，正是战时日本的日常。正如美国思想史家哈

利・哈如图涅指出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速度”、“冲击”和“感觉”(哈如图涅 2007・上:28)一样，新兴

事物转瞬即逝、时间的速度加速度式地加快，人们踏进了必须在前所未有的现在性=“现今”中生存

下去的时间和空间里。

一战后，三大都市圈里只靠薪水过日子的新中间层（上班族等）与日俱增17，中等教育的升学人

数激增，尤其是女学校，女学生的升学率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女性作为“家庭生活的关键”，分担

的责任加重，这一方面体现在贤妻良母主义的出现，也体现在因职业妇女增长引起的“恋爱自由”和

“新家庭”等，开始摸索新的女性形象这一动向上。重化工业得到发展，以大城市为中心，全世界到

处都是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自由又富饶的生活文化的发展成为了大正民主的基础。而另一

面，是农村陷入极端贫困、米骚乱和佃户争斗、劳动纠纷频繁发生，走到两个极端的思想和现象、

阶级混杂在一起。那是一个苏维埃联邦诞生、社会主义思想流入、至今为止的习惯和经验知识开始

派不上用场、社会迈进了前无古人的领域的激情万丈的时代。

在这样骚动的环境中，生活改善运动也以生活改善同盟会开展的座谈会和演讲会、展览会为起

点，在宣传手段上灵活运用几乎同时期出现的电影、广播和大众杂志等新兴媒体，把焦点聚焦了在

实际担当生活重任的女性身上。在强调合理化家庭生活以及健全道德的同时，以都市新中间层为目

标，生活改善运动还提出了通过运用新的生活知识和生活技术提高消费生活质量的倡导。由新的媒

体传播开来的新思潮和新的生活方式，瞬间就被消费，然后更新的事物出现又再次转瞬即逝，这样

的时间性是“近代独有的体验的感受性”（哈如图涅 2011:27），本稿将如同这样在大都市中出现的瞬

间迸发式的日常记作<日常>。

东亚的生活改善/新生活运动
上述战时的时代变貌，都不是仅限在日本发生的。上海、北京、汉城（首尔）应该都发展出了大

都市特有的“日常”。或许“复数的同时代的近代”展现在眼前（哈如图涅 2011:178）这一说法更为恰

当。1934 年中国蒋介石倡导发起新生活运动，目的是改革衣食住行从而达到强国化（深町 2013），
韩国也有1929年朝鲜日报社的生活改新运动和1931年由东亚日报社发起的到民众中去运动（松本

1998，宫本1998）。虽说有甲午改革这段背景，还因总督府的强权导致运动中断，但以增强健康、

节约消费、废除虚礼、早起运动、色衣断发、普及常识这6项为主导的生活改新运动作为同在战时

生成的新奇的运动之一，放在比较东亚的俯瞰视域上，应该能获得新的价值18。

    仅阅读井上和枝的《殖民地朝鲜的新女性》，可得知虽然家父长制的秩序得到了强化（井上 2013），
“自由恋爱”、“新女性”和“新家庭”等观念也逐渐传播开，当时的状况和日本应该没有太大不同。井

上通过对杂志《新家庭》、《新生活》的分析，认为这一现象是生活改善运动的影响（井上 2013:117），
笔者则以为原因的其中之一是1920年代的余韵起了作用。与韩国之间的更加深入的比较就暂且交由

韩国学者19，以下试比较分析了蒋介石新生活运的95项“新生活须知”。这95项可大致分为“规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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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两类，为了与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作比较，以下将介绍与开头提到的“面向公众的礼仪”相关

的条例（深町2013:5）。
首先“规矩”部分有：“遵守约定的时间”“等他人话毕再说话”“会议、看戏中保持安静”“不在

乘坐交通工具时大声谈笑”“不在食堂、茶水铺高声喧哗。聊天时保持稳重”“走在路上不小心撞到

人时要说‘抱歉’”“在车站买票时按顺序一个个往前走”“在车站、码头上下车船时按顺序一个个往

前走”“出入公共场所时按顺序一个个往前走”“乘坐交通工具时照顾女性、小孩、老人和弱者”“在

聚会场所要脱帽”“进入室内后不戴帽子”。

接下来，“整洁”部分有 ：“保持车站和码头整洁”“保持公园和剧院整洁”“保持食堂、旅店和

茶水铺整洁”“保持澡堂和理发店整洁”“各家各户每日保持家门前清洁”，可以看到一项一项具体

的要求比日本更加详细的。这是当然的，毕竟“困扰”的范畴很宽，不使用概念模糊的词而是个别具

体地写清楚可以说是它的特征。在路上走的时候，不吸烟、不进食、不大声喧哗，都是对具体情况

的要求，在买票时、在车站码头上下时不插队，也是公共场所和个别具体的要求的组合。与公共有

关的项目在95条中约占2成体现了它的时代性。在韩国关于公共礼仪又有怎样的规定，敬请不吝赐

教20。

地方改良运动作为日俄战争后的战后恢复，有着整顿因巨大的战争开销出现危机的财政、统一

动摇的民心、改编地方制度等以国家的再整合为目标的任务。相对的战时的运动则以提倡不浪费公

共资源为主，与公共概念和公共意识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所谓困扰，也就是日本式的公共意识的

表现，这和欧美的民众（public）那种以独立的市民为前提的公共不同，笔者以为在日本，尽早让公

共意识深入民心的手段正是“困扰”这个概念。大正末年开始频繁发生的亲子心中（译者注：心中=殉
情，亲子心中即亲子一同殉死）, 可被视为与“不能给他人造成困扰”这个社会规范的普及有关的社

会现象。关于亲子心中，包括这一现象之后的发展，详见别稿（岩本 2018a）。

<日常性>这一疑问
哈如图涅断言称，在世界各地包括欧美、苏联、日本及其殖民地等皆处于工业化进程的战时，“与

社会结构最切实相关的范畴，就是搅乱既存社会理论的分界线并拥有变革它的可能性的<日常性>这
一概念”（哈如图涅 2011:5）。

通过布尔什维克革命，战时也是证明了大众拥有自己构筑日常性历史，表现日常性的能动性

=媒介的时代（哈如图涅 2011:5）。以瓦尔特.本雅明为首，格奥尔克 · 齐美尔，波利斯 · 阿尔巴托

夫，马丁 · 海德格尔都试图揭示“所谓日常的神秘”，以及稍晚一些的日本也出现了今和次郎的考现

学和户坂润的风俗思想论。就像配合1930年齐格弗里德 · 科拉考尔出版的《工薪族》一样，青野季

吉也在1930年出版了《工薪族的恐慌时期》，这是一本刻画了白领阶层窘迫处境的民族志（哈如图涅 
2011:54-55）。这两册都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侧面。哈如图涅还认为，在这同

一时代性中，以柳田为首的民俗学这门学问也是从同样的视角出发诞生的，他将这些思想史上的联

系，以一种全景立体的形式恢弘壮大地描绘出来。

这些思想家们的共通之处，如哈如图涅所言，就是“为挽救消失的质性时间，把因科学和资本

而受到伤害的直接的主体性经验以智识的形态进行复权所做的努力”（哈如图涅 2011:6）。”“资本主

义式近代化所带来的感受性” （哈如图涅 2011:24），即通过街头铭刻进身体的<日常性的感觉>（哈

如图涅 2011:25）“将现在这个时间次元与先行而去的过去是不同的这一观点呈现了”出来。本雅明

把这样的现在性称作在工业化大城市中被存续和经验的<日常性的真实>，在这真实性之上，他提炼

出了由过去唤醒的“亡灵般的历史经验”的哲学层面的可能性（哈如图涅 2011:27）。
如哈如图涅所说，1920年代和30年代的民俗学者们不采用通常的将国家视作把日常和非日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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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来的手段这种方法，而是选用了别的战术。也就是说，哈如图涅认为这些民俗学者一边将农村

当作“在逐渐近代化的社会空间里存在的国家内在一面的贮藏所将其理想化”，一边又通过刻画民俗

的主体——没有姓名的常民们的模样，试图“扩大国民的范畴，重新确立超越了时间的永远的日常

生活的位置”（哈如图涅 2011:306）。
民俗学这一学问领域，特别是柳田开展的“战时的民俗学，显示了逐渐把主体性寄托到眼睛看

不见的灵魂的领域”的倾向（哈如图涅 2011:306）。那是一个“超越了时间但也被遗忘的、亡灵游走

其中的灵魂的领域”（哈如图涅 2011:307）。为了与开始支配大众消费式社会生活的“商品这一物象

化了的物的世界”作斗争，民俗学家把武装上习惯和风俗的，没有姓名的常民们这一形象确立为大

众社会的问题，特别是作为“多数人经历和改变了的日常性中解决支配和从属问题的方法”极力推崇。

也就是说，面对刚进入视野就逐渐消失的消费物品的<日常性>，为了体现<日常>的永恒性，民俗

学家运用了民俗这一形象（哈如图涅 2011:332）。

结语

将至此为止的论述总结梳理,本文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焦点。

现代大城市的出现，催生了以目不暇接的速度不断变化的<日常>，这是民俗学和生活改善运动

开展的土壤。

初期民俗学者的反应是，所谓民俗即“生活”本身，不是应该保护、保存的对象，而是应该改善

和变革的对象。

电车和电影院、演讲会、展览会等新的公共空间领域的诞生，带来了对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举

止的要求和规范。但民俗学也好生活改善运动也好，根本的出发点都是公民意识的塑造。两者最重

视的都是自觉和自省的姿态。

生活改善(运动)，可以定义为伴随时代变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的，为了消解至今为止的生活中不

适合的部分，为了自我改革而自我贯彻式地实施的诸般事业。

相对以目不暇接的速度不断变化的<日常>，民俗学以永远的日常，通过提起所谓民俗这一形象，

用改良主义式地呈现演变过程的理法来对应过剩的社会变革。

柳田说道，“即使向神明…供奉生米、生鱼、生萝卜的作法明显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的”，“只要

过了五十年人们就会认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则，不然就得搬出许多证据进行长时间的辩论才能说服

他们”。但柳田又阐述道“幸运的是如今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实例”（柳田 1990d:602）， 因此展望了民

俗学的可能性。但从上文提到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可见，他所阐明的到现代为止的演变过程只停

留在了展现极其图式化的历史上。

哈如图涅以航空照片为例，指出即使将以目不暇接的速度不断变化的<日常>当作空间连续体

得以把握，也无法做到辨别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而把其当作时间连续体来把握的历史主义同样有

这一缺陷。与此相比，“记忆是断片的，从时间上看非连续的，但是记忆的印象里包含真实”，因

此哈如图涅提出也有像科拉考尔和今和次郎等人一样用一个个抓拍镜头记忆日常的方法（哈如图涅 
2011:154-155）。抓拍到的一个个瞬间使复数的近代共同存在的“当下”开始运作，同时也让当下回

忆起被遗忘的复数的经历，为复数的亡灵而哀悼（哈如图涅 2011:182）。亡灵即包括渺小的个人或

失败者、边缘人在内的人们生活的瞬间、存续下来的复数的经历和被遗忘的过去。

民俗学必须追问现代的<日常>和至今为止的演变过程，因为当代的民俗学者肩负着说明各个所

处的时代的责任。如德国民俗学者赫尔格 · 龚特（Helge Gerndt）所说，“民俗学探究的，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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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成为了理所当然”（Gerndt 1997:101）。正因熟视了变化的生活——

<日常>，民俗学由此诞生，柳田认为经历激烈变化的生活虽潜在地受到“往昔生活的束缚”（柳田 
1993:101）,然而“新的生活一定会留下新的痕迹”（柳田 1993:138）。有贺喜左卫门认为正因有生

活有变化，民俗学才有了立身之本，但也坦言人们每日的生活实践像闪光似的一瞬间照亮了新的<
日常>却又随即消失。虽然可能仅只是那么一瞬间，但能够发现其意义，收集这样的“日常”的或许

只有民俗学。取回被压抑和遗忘的过去、需要民俗学比此前更加重视以“转瞬即逝的奇观”（哈如图

涅 2011:183）出现的眼前的复数的“日常”。

*本稿与先前发表的（岩本2009、2011、2018b）有重复的地方，特此告知。

1 生活改善同盟会在1922年作为财团法人得到认可，

1933年改建为生活改善中央会。战争气氛笼罩下的

1943年10月，由于无论都市农村国民的生活都陷入困

乏，运动随之停滞，中央会遭到解散。

2 也可以把从前年11月开始2个月间，由文部省主办开展

的生活改善展览会作为起点。

3 比如今和次郎回顾道“大正时代的生活改善运动，即

所谓当时对文化生活的提倡，虽然作为流行事物一时

地表面地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并没有感化相当于国

民身体的关键阶层的力量。就像没用的鲜花一样，神

奇地盛开了一阵子罢了”（今 1971a:447-448）。同

时，1921年9月成立的家庭会在1925年4月农商务省

分割为农林省和工商省后虽有名存实亡，但根据久井

的研究，他们到大正末为止才在名实上停止活动（久井 
2013:28)。

4 民友社从1985年（明治28年）开始刊发的不刊登作者名

的《简易生活》主张衣食住的简单化、交际的单纯化、

节约时间等，几乎包含了之后生活改善运动所提倡的

目标，因此把这个当作源流也并非不可。同年，查尔

斯 · 瓦格纳的LA vie simple在法国刊行，此书之后日

本多社引进翻译。日本较早就有中村嘉寿译《单纯生活》

中庸堂书店（1905，明治38年）和布施知足译《简易生

活》东西社（1906），此书与生活改善运动的关联性也

被讨论过（磯野 2010）。文部省在1913年（大正2年）也

尝试独自翻译发行了《单纯生活》。本稿将这些当作积

累了运动基础的前史来看待。

5 有关这一点，论述了发生在现代中国的厕所革命的周

星的研究，是十分紧跟时代和优秀的。

6 以“通俗教育”的叫法从明治末期开始施行的社会教育

在配备了通俗教育负责人后，于1921年独立为担任社

会教育的第四课，1924年改称为社会教育课，组织得

到了扩大。

7 三条训令中，7月下达的第6号《有关在战后粮食问题上

教育学生的督促方法》提出鼓励代用食，同年8月的第7

号《战后重建方针上作为从事教育者鼓励社会及其家族

的勤劳美德的方法》提出奖励勤劳，还有同月的第8号
《为充实国民生活及充实国库地方长官及从事教育者应

提高重视节约消费》提出鼓励节约。

8 中岛认为农商务省的运动也包含生活改善运动,并认

为1921年8月开始的“家庭会”是这一运动的开端(中岛

1974:72)。
9 打出的五大纲要分别为①“阐明立国之大义，发扬国

体之精华，培养健全的国家观念”；②“明确立宪之思

想，陶冶自治之观念，涵养公德之心，弘扬牺牲之精

神”；③“顺应世界之大势，锐意沉淀日新月异之修养”；

④“和谐共处共创扶助彼此之成果，消除妄自行动之憾

事”；⑤“倡导勤俭力行之风气，增加生产之资金，使

生活之安定有所实现”（下划线为笔者所加）。这一运

动除了启蒙国家思想，重编地域秩序，应对民主思想

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抬头，改善生活方方面面，还提到

协调雇工和地主佃农的关系等。

10 查遍日语国语辞典和英和词典，“生活”作为词条得到

收录是在明治20年代（山森 2009），然而获得了质的内

涵，并得到广泛运用还要等到大正时期。把明治开化

期间的生活概念作了思想史分析的藤原进也得出了基

本相同的结论（藤原 1982），详见附录。

11 整理内务省下各部局和职责范围可得知，1898年（明

治31年）在府县课和市厅村课里设置了地方局，以地

方行政和财政监管为主要职责的府县课的工作事项中，

有关赈灾救济的事项里包含管理道府县立以下的贫院

（译者注：贫院兼有赡养贫弱老人和托儿所、贫苦中年

人的暂时性救济处等功能）、聋哑院、癫疯院、孤儿院、

感化院。也即是与“社会工作”相关的行政领域的原型。

1917年救护课的设立得益于同年公布实施的军事救护

法，目的为救护军事伤病者和战死者的遗族。由于救

护课的职责范围包括了上述的由府县课分管的事项，

第3任课长田子一民上任后，表示救护课实际工作中

还涉及劳动问题、住宅问题、市场问题、儿童问题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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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扩大职责范围，便在1919年将救护课改名为

社会课。以此为开端，道府县和六大城市都各自设立

了社会课。由于时代的要求，翌年社会课升格为社会

局，1922年又升格为外局社会局（译者注：外局与府

省的内部部局地位相当，只是拥有较强独立性强），到

了1938年内务省的社会局和卫生局、以及通信省简易

保健局的工作被统合，从而成立了厚生省。

12 只不过《乡土生活研究法》换称为“民俗资料的分类法”

（柳田1990b:96）。同时，笔者认为初期民俗学的研究

对象不是所谓民俗，而是“生活”（岩本 2009）。
13 本稿将近代都市诞生后因工业化而加速前进的近代化

称为modernization， 与“近代化”作区别。

14 日本经常用国势调查时使用的人口集中地区占统计

上地区的百分比来计算都市化率。英语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简称为DID。

15 集团就职指的是在高度经济成长期，来自地方的中学

和高中毕业生在大都市圈作为新毕业生被录用，因而

出现的集团性人口迁移。在1960年代每年有20~30万
人因就职而迁移。东北各个农村从1954年到1975年还

开设了运载“金蛋”们的集团就职专用列车。

16 这里的经验包括1922年斋藤实总督时代今和次郎在朝

鲜半岛进行的民家调查。朝鲜总督府编《朝鲜部落特别

报告第一册（民家）》（1924）全篇均为今执笔写作。

17 根据门胁厚司的估计，1920年（大正9年）的新中间层

占全国就业者总数的4.0%，东京府占到12.9%（门胁 
1988:231-232），然而伊东壮列出的数据是1908年东

京市的比例为5.6%，到了1920年则上升到了21.4%（伊

东 1965:183-187）。
18 将1934年的《礼仪准则》与1941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

《国民礼法》（礼法要项）相比较，应当能获得新知。两

国的其中一个共通之处是，战后及光复后，两国的生

活改善运动同样是在美国GHQ的指导下实施的。

19 与《礼仪准则》（1934）和《家庭礼仪准则》有关的日语

论文可举出（青野2003、丁2014、竹田1996）等。

20 虽晚了些，在此对给予我交换有关东亚的多视角的意

见的实践民俗学会致以谢意。笔者想议论的是，由于

1920年代到30年代中日韩并不是均质的状态，因此把

不均等的发展在同一时代的水平线上讨论是否可行。

另外，在2018年2月2日本稿的口头发表上，讨论者丁

秀珍告知笔者1925年朝鲜也成立了生活改善同盟会。

笔者在此表示感谢，并希望把它作为今后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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